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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实践中的话语竞争
*
 

——读梅丽《诉讼的话语》 

 

 

朱  涛 

 

如果没有话语的生成、积累、循环和运作，权力关系自身就无法建立和

巩固，同时也无法实现。（Foucault,1980:83） 

话语是以微妙的、隐含的方式行使权力的……话语的力量在于它既是斗

争的直接目标也是进行斗争的工具。（Foucault,1980:120）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或纠纷就一直存在。对于冲突的解决，

民众有漫长的实践经验，学者有丰富的理论研究，而本书《诉讼的话语——生活

在美国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Getting Justice and Getting Even: Legal 

Consciousness among Working-class Americans，以下简称为《诉讼的话语》）另辟

蹊径，从普通美国人法律生活的场景入手，以冲突的意义解释为新视角（即“话

语的诉讼”），向读者展示了美国底层社会冲突解决中话语竞争（即“诉讼的话语”）

的复杂画面，为当代法律社会学研究带来了一股新风。作者萨利·安格尔·梅丽

（Sally Engle Merry）现为美国纽约大学人类学及法律社会学教授，曾任美国法律

与社会协会会长、美国政治学和法人类学协会会长。本文将从梳理法律社会学的

研究进路入手，结合本书的核心内容与关键概念，就话语分析在法律社会学研究

中的学术地位和发展前景做出尝试性的探索，以期反思和关照中国社会的法律实

践。 

 

 

一、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进路与可能转向 
 

梅丽认为，“法律社会学是在社会环境中研究法律，法律和社会间的关系是相

互建构的，法律和社会互相塑造和定义”（梅丽，2007：中文版序言：2）。这是

典型的“法和社会”研究进路。一般来说，规范法学的研究主流通常忽略对法律

实践、对法院法律运作的研究，而满足于法理的推理和解释；而社会学或者其他

 
*  本文源自笔者的博士论文，感谢王汉生、张静、沈原、应星、渠敬东、唐军等诸位先生的指导与评论，也

感谢匿名审稿人宝贵的修改建议。同时，亦感谢北京工业大学“校青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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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又囿于自身的研究视野，很少涉足法本身的研究，①这种情况一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法和社会”研究的勃兴才开始改变。可以说，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发

展，其直接的推动来自于对法律和社会两者间关系的关注。具体地，法律社会学

集中关注法律规定和法律实践之间的张力，关心“法律是如何在实践中真正运作

的。对这些学者而言，背离法律理想是其研究的重要对象，不是某种将被当作只

是法律制度中的噪音而被抛弃的东西”(康利、奥巴尔，2007：14）。不过，《诉

讼的话语》一书的立足点虽然是“法和社会”的研究进路，即寻找实践中的法律；

但其研究的成果却引领我们转向了话语分析这一法律社会学研究的新视界、新领

域。 

在本书中，梅丽研究的是两个新英格兰城镇及其初等法院的诉讼，大部分案

件来自于初等刑事法庭，有一些来自青少年法庭和小额索赔法庭；在研究方法上，

主要采取民族志方法来观察和记录当事人双方、调解人和法庭工作人员谈论法律、

权利、问题、案件等的方式；此外梅丽也接触了许多有关原告被告们成长的故事

（梅丽，2007： 2）。众所周知，法律实践的范围很广，包涵立法、司法、执法、

普法等等，其中以法院为主体的司法实践或法律运作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在一

个社会中，法院是法治的微观领域，是各种冲突和纠纷最重要的解决主体。在纠

纷解决中，法院为纠纷双方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开、清楚的发表自己诉求的公共空

间，而且这也是一个制度化常设的公共空间。法院日常性地通过对无数个别纠纷

进行的处理解决为法治提供了微观的基础”（王亚新，2001：226）。结合本书，笔

者在本文中将法律实践主要放在法院的法律运作范围予以分析。 

近半个世纪以来，法院法律运作的研究大体出现了两大转向②：即从以规范

为中心的研究转向以实践为中心的研究，再转向以话语分析为中心的研究。第一

个转向表现为从法条化法律到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第二个转向则反映了以美国

为基础的“法和社会”研究受欧洲话语分析的影响。

 

（一）规范分析转向实践分析 

1960 年代之前，以规范为中心的法院研究（简称“规范分析”）主要关注法

律规范的应用，如正当程序、证据开示等等，研究司法机构运用的规则或那些用

来规制这些机构行为的东西（Abel, 1973）。这类研究实际上承袭了韦伯有关现代

社会理性形式法的观念，即“每个具体的司法判决都应当是一个抽象的法律前提

向一个具体的‘事实情形’的适用”(Weber,1968/1978：657)。规范分析基于两个

基本信条：一是法律的抽象和普世价值；二是法律要无偏见的给予人平等的对待

（Trubek，1990）。规范分析关心的是法院在应用法律规范的时候，我们要平衡

的价值是什么，例如司法正当程序与保护公益的矛盾，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关

系，现行的规范是否达到了价值平衡等。在上述研究指向下，规范分析的最终政

 
① 法律规范被认为离科学最远，离宗教最近（季卫东，1999：557）。 
② 转向意味着出现了新的研究范式，并不是完全取代、抛弃先前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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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建议是为了寻求更好的价值平衡。 

在法院解决冲突的规范分析中，法律程序的设计因此成为关注的焦点。法律

程序表现为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手续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的相互关系, 

其普遍形态是按照某种标准和条件整理争讼，公平地听取各方的意见，在当事人

可以理解或认可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季卫东，1993：6）。在分类上，法律程序包

涵有立法程序、司法程序、行政程序等。其中尤以司法程序最为丰富和完整，并

分门别类地分离出各种诉讼程序，如民事诉讼程序、刑事诉讼程序、行政诉讼程

序等。 

从 1960 年代早期到 1980 年代后期，随着美国批判法律研究、法和社会运动

的兴起，法治的框架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各种张力、机遇和期待,它们“势必打破

自治并使法律与政治和社会重新整合”（诺内特、塞尔兹尼克，2004：79）。法

律实证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法律“更多地回应社会的需要”(Jerome, 1932：

568)，使法律机构能够更完全、更理智地考虑那些法律必须立足和应用的社会生

活。 

在上述背景下，法院法律运作研究出现了第一个转向，即从“规范为中心到

实践为中心”，关注在法院（或法庭）中法律事实上是如何被应用的。以实践为

中心的研究(简称“实践分析”)，最重要的推进是认识到“书本上的法”和“行

动中的法”的鸿沟（Pound, 1910:12；Levine，1990），关心的问题是法律规范宣称

要达到的目的在实践中达到了吗？真正的法律实践是什么？这类研究通常运用经

验研究的方法来对待司法过程，常见的方法有观察、访谈、裁决的定量分析、历

史数据纵向研究等（Friedman & Percival, 1976；McIntosh,1980 -1981）。实践分析

先试图找到一个事实（reality），然后当发现与理论宣称不一样时，再寻求解释，

即“弄明白法律是如何运作的，弄明白法律是如何经常不能实践其承诺的，以及

作为研究者和学者的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以揭示法律的过程”（康利，奥巴尔，2007：

第二版前言：3）。 

有关理论和实践的背离，解释因素可有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之分。内在视角

可以考虑法院组织内部的诸多行动者（如法官、当事人等）如何影响了实际的法

院行为；可以考虑正式规则阴影下的潜规则；可以考虑工作习惯，如在刑事案件

中，辩方律师往往从自己熟悉的案件形态，而不是从正式的司法术语来进行辩护

(Sudnow，1965：255-276)。而外在视角，则可考虑人种、性别、民族等因素对法

院判决的影响；考虑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境，如欧洲历史上“流浪者法案”

的颁布，其历史背景是在瘟疫和十字军东征伤亡的背景下，欧洲各国需要补充新

的劳动力（Chambliss，1964：67－77）。 

在有关中国的研究中，黄宗智的相关著作是此类实践分析的代表。例如黄宗

智对清代诉讼的研究，指出清代法律制度在（官方）表达与（民间）实践两方面

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赖，官方的表达和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既矛盾又统一。一

方面，它具有高度道德化的理想和话语，体现一种儒家的统治理念，主张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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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它在操作中比较实际，能够适应社会实际和民间习俗，体现一种法家

的统治方式（黄宗智，2001/2007：重版代序：10）。在对中国社会的民事判决和

调解做了系统的历史和现实分析后，黄宗智扩展了中国法律研究中的“实践”概

念，认为“实践包涵三个相互交搭而又不完全相同的含义：相对理论而言的实践、

相对表达而言的实践、相对制度结构而言的实践（或实际运作）”（黄宗智，2008）。

除此之外，苏力、王亚新、应星、强世功等学者的法律社会学相关研究，也从实

践视角展示了中国社会中法律的现实运作过程，即在种种权力关系网络中，考察

法律运作的具体场景。 

 

（二）实践分析转向话语分析 

大致自 1990 年代以来，法院法律运作研究出现了第二个转向，即从“实践到

话语”，探索法律是如何概念化“事实”，以及这些“事实”是怎么来的。这一

转向深受福柯的治理术和谱系学以及卢曼的系统理论的影响。实践分析提出的问

题是“在司法过程中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而在话语分析为中心的研究（简称“话

语分析”）中提出的问题是“在司法过程中什么被认为是发生了”。这不是关注司

法过程的本体论性质，而是关注其知识论建构，如人们如何通过某种框架来理解

法律（Anderson，2000：170）。话语分析扬弃了实践分析对“事实”的关注，转

而关注“建构事实”的过程。在话语分析的研究中，梅丽的《诉讼的话语》正是

一部代表性的“风向标”作品。 

 

 

二、本书的内容和理论意义：视角、解释、话语 
 

从全书来看，梅丽的研究在理论上依如下脉络展开：首先剖析冲突研究的传

统概念“纠纷”的优缺点以引出冲突研究的新视角——意义解释；然后就意义解

释从问题解释还是案件解释做了分类说明；接着在解释的具体工具上，区分了法

律、道德、治疗三种主要的诉讼话语；最后全书讨论了法律经验、意识、权利等

相关或未尽研究的问题。总体上，上述环环相扣的研究脉络可概述为：一个新的

视角、两类意义解释、三种诉讼话语。 

 

（一）一个新的视角：相互竞争的“意义解释”视角 

冲突背后的意义，即当事人对冲突的不同理解，是“意义解释”视角提醒我

们要着重注意的。梅丽认为发生冲突的情况通常被当作纠纷，但纠纷这一概念没

有包含人们对冲突的不同解释（interpretation）。（纠纷）它只注意到了人们的行为

而往往忽视了人们理解冲突的方式．．．．．．．．．．．．，
①人们理解法律内容的方式的重要性在这里被

忽略了。尽管纠纷在分析时间和过程方面有一定的价值，但只关注行为而不关注

 
①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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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缺陷降低了它的分析价值。纠纷这一概念将关注点从法律条文和制度转向

了行为、纠纷的社会背景和纠纷解决的过程，从而避免了民族中心主义所造成的

偏见。①但纠纷这一概念倾向于只考虑过程而忽视意义——只有对过程的描述而没．．．．．．．．．．

有对意义系统的研究．．．．．．．．．。此外，纠纷在对冲突过程进行比较研究方面也有不可否认

的优势，但是它不足以理解冲突双方互动中所存在的复杂的意义解释．．．．过程（梅丽，

2007：121-124）。 

纠纷采取的是“过程视角”研究，“过程视角”实际上与前文提到的“实践

分析”都一致关注冲突发展变化的过程。人们在分析纠纷时还通常将纠纷分为不

同的转换阶段（Nader & Todd, 1978），将关注点从纠纷本身转向纠纷的转换意味

着冲突研究又迈进了一步。但“纠纷的转换这一概念假定纠纷是沿着单一的方向

变化的，它没有．．看到不同的当事人都会对纠纷进行重新解释，而且不同的当事人．．．．．．．．．．．．．．．．．．．．．．．．．．．．

对纠纷做．．．．出的不同解释可以同时存在，它也没有指出这些不同的解释之间是怎样．．．．．．．．．．．．．．．．．．．．．．．．．．．．．．．

相互竞．．．争的．．；并不是纠纷自身发生了转换，而是不同当事人在不同背景下用不同

的方式对事件的意义进行了解释，②这些解释中的每一种都会对冲突的最终解决方

式产生影响”（梅丽，2007：125）。紧接着，梅丽进一步指出纠纷中某种解释的

建构过程是“争论范式（paradigm of argument）”的形成过程，“引起争论的可能

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对事实的解释．．．．．．．．．．．．．．．。将冲突看作是相互竞争的解释而不是纠纷意

味着纠纷可以同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解释”（梅丽，2007：126）。 

    

（二）两类意义解释（话语的诉讼）：问题解释和案件解释 

在冲突研究中，既然意义解释如此重要，这就涉及到从什么角度对冲突进行

解释。本书的分析对象是那些告上法庭的冲突，原告、被告、第三方（法院）等

对冲突的意义都有自己不同的解释。梅丽归纳为对冲突并存着两种不同的相互竞

争的解释：问题解释和案件解释，而将一个冲突解释为问题（Problem）还是案件

(Case)，具有不同的意义。对此，笔者就本项研究涉及的邻里、婚姻、恋人、父母

和孩子间的冲突这四类人际关系型冲突用表格做了说明（见表 1）： 

 

表 1                       问题解释和案件解释 

 问题解释 案件解释 

涵义 问题处于从过去至今的冒犯与反击的

持续过程之中；问题是多侧面的，并涉

及激烈的情绪（梅丽，2007：131）。

案件是双方就特定论题或事件而发生

的争执，其中只包括原告和被告（梅丽，

2007：147）。 

诱发事件 是问题的组成部分 视为案件 

                                                        
① 例如在早期法律人类学对非洲部落冲突的研究中，引入“纠纷”概念以扬弃源自西方中心主义的国家法概念。 
② 如下文中的问题解释或案件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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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问题没有明确的开始、发展、结束 案件有开始、发展、结束 

结果 问题也许会无休止的存在下去 案件最终有处理结果 

法律标签 无，常常在社会关系领域理解 有，来自司法领域 

建构者 被告
①
、法院、调解人、社工 原告、被告、法院 

举例   

邻里冲突 邻居间琐碎的小事 财产所有权，侵犯财产等 

婚姻冲突 爱、憎等 家庭暴力、受保护权等 

恋人冲突 妒忌等 暴力、受保护权等 

父母和孩子间冲突 尊重、爱、愤怒等 国家对孩子的责任等 

 

例如，A 家和 B 家是邻居，长期以来因邻里琐碎有矛盾。某日，B 家的孩子

向 A 家的房屋扔石块。于是，A 痛打了 B 家的孩子。若从问题解释来看，这是典

型的邻里问题，即该冲突的产生有个长期的积累过程，扔石块和打孩子只是诱发

事件。但从案件解释来看，B 家可控诉 A 殴打孩子是侵犯人身；A 则反诉 B 家侵

犯财产（梅丽，2007：62）。可见，冲突若告上法院，原告和被告会认定这是一

个案件，其解释依据的是相关的权利、要求和证据（梅丽，2007：126）。 

总之，将冲突视为对多种可能的解释的争论意味着争论的关键不是事实，而

是意义解释。更进一步，谁对冲突的解释最终占据优势地位，谁就处于有利的位

置。使自己的解释占据优势地位非常重要，因为冲突的意义暗示着它的解决方法。

“对解释的争论其实是对结果的争夺．．．．．．．．．．．．．．．。谁的解释占据了优势地位，谁就能决定处

理方式”（梅丽，2007：127）。②就法院来说，在法庭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对

所发生的情况应该被解释为案件还是解释为问题，都可能存在争议，这正是话语

竞争的诉讼。“案件的建构③是法庭试图管理、操纵和掌控冲突的方式之一……法

庭是否实施严厉的惩罚取决于是将所发生的事件定义为问题还是案件。问题解释

和案件解释并存，是因为事件往往处于社会生活和法律的交界处，二者兼而有之”

（梅丽，2007：147－148）。 

 

（三）三种诉讼话语：法律、道德与治疗话语 

冲突的意义解释存在问题解释和案件解释的分野。那么，用什么来进行不同

的意义解释？或者说，进行意义解释的工具是什么？在这里，梅丽提到了话语，

这是比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更为丰富的解释工具。 

1．何谓话语。在福柯看来，话语是以微妙的、隐含的方式行使权力的（Foucault, 

                                                        
① 原告一般将冲突解释为案件，以期告上法院；而被告常常将冲突解释为问题，以期不进入办案程序。当然，

被告也可能将冲突解释为案件，以进行对质或反诉。 
② 当然，即使意义解释一致的前提下，冲突的处理方式仍需进一步讨论，这是笔者认为可以推进研究的问题，

限于篇幅恕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③ 当冲突被法院解释为案件，得以顺利进入司法程序后，案件可进一步被解释为不同性质的案件，如民事案件、

刑事案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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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00-106），“一种话语是一种专门的语言，一种特殊的隐语。它通常是通过特

殊的解释用语或解释模式体现出来的，很少用直白的方式表达出来。每种话语都

包含着一整套具有一定一致性的关于行为的范畴和理论：用于命名事件和人物的

一系列词汇以及用于解释行为和关系的某种理论”（梅丽，2007：150）。 

梅丽借用了福柯的话语概念，在诉讼案例中将讨论和解释冲突的不同方式视

为话语。话语植根于特定的社会制度中，布迪厄将话语视为文化的组成部分，经

验通过它们而形成，一个客观的社会系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被创造出来的

（Bourdieu, 1977）。而当一个人学习了一种特定话语后，它就成为他意识的一部

分，话语的力量正是来源于话语的文化形式所呈现出来的这种自然而然的状态（梅

丽，2007：151）。梅丽认为，当冲突进入法院，各方会争论对冲突情况的解释，

包括争论解释的意义框架。同样的冲突、事件、人物、行为等等，可以用完全不

同的方式给予命名和解释。因此，“以一种特定的话语命名一个行为或事件，从

而解释该事件的意义并确定其背后的动机是一个行使权力的过程”（梅丽，2007：

151）。只有在争论中确立己方话语的支配地位，才能掌控所要处理的冲突。 

2．三种诉讼的话语。在实践中，“当一个人来到法院，他的问题就已经进入

了其中一个或几个话语框架之中，一旦走上了法庭，他会发现法院的人要将他的

问题重新放入另一种话语框架之中”（梅丽，2007：16）。梅丽认为告上法院的

冲突，在其相互竞争的意义解释中，存在三种典型的、明确的、可分析的话语：

法律话语（legal discourse）、道德话语(moral discourse)和治疗话语(therapeutic 

discourse)。①有关这三种话语的比较，笔者总结为表 2。 

 

表 2                       三种诉讼的话语 

 法律话语 道德话语 治疗话语 

涵义 是一种关于财产、权

利、对自我和私人物

品的保护、产权归

属、事实和真相的话

语（梅丽，2007：153） 

是一种关于人际活动的话

语；是与各种社会关系的定

义相联系的责任和义务（梅

丽，2007：155） 

是一种来自专业援助人

员的话语，认为行为是

由环境造成的而不是个

人的错误（梅丽，2007：

157） 

依据和框架 法律的范畴 

和解决方法 

道德的范畴 

和解决方法 

救助职业的范畴 

和解决方法 

由谁制定和宣布 法院 社区和家庭 进行帮助的专业人员 

价值观 权利和证据 人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人， 

公平、合理、妥协 

治疗和矫正，环境和社

会压力下的行为方式 

价值观的根据 法律 关系、尊重和声誉 帮助 

诉说方式 证据、文件呈递、书 涉及邻里、父母与子女、兄 获得或接受帮助，将身

                                                        
① 需要说明的是：这三种话语并没有涵盖所有讨论人与人之间冲突的话语。显然，有一些话语并未包含在内，如

社区话语或宗教话语（梅丽，200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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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清单、照片和证

词； 

通过权衡证据并确

定适用的法律条文

来找到解决问题的

方法（梅丽，2007：

154） 

弟和姐妹等之间的道德义

务；对事件的解释均是依据

人际关系作出的道德上的

判断（梅丽，2007：155）

体缺陷与情绪问题联系

起来；侧重对行为作出

解释，它只强调困难而

不对行为作出正误判

断，也不会责备当事人，

解决方法取决于对有问

题的人的“治疗”（梅

丽，2007：157） 

概念举例 “骚扰”、“违反合

同”、“非法侵入”、

“财产所有权”、“隐

私”、“证据” 

“善良的人”、“疯子”、“友

谊”、“邻里义务”、“父

母责任”、“理解”、“替

他人着想”、“宽容” 

“酒精中毒”、“精神疾

病”、“不成熟”、“心理

不正常” 

 

3．话语的转换。在法庭上，法律、道德和治疗话语在对特定冲突的讨论中时

而浮现，时而隐匿。“同一当事人在陈述中可以交替使用各种类型的话语，甚至

将两种甚至多种话语结合起来陈述。当事人交替变幻着各种话语以估量每种话语

的效果……每当一种话语未达到应有的效果或者引起了麻烦时，他们就会转换为

另一种话语”（梅丽，2007：153）。例如本书中邻里、婚姻、恋人、父母和孩子

这四种类型的冲突，原告最初都是用法律话语的形式告上法院的。在调解或庭审

过程中，书记官和法官会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运用道德话语，当事人双方也会从法

律话语转向道德或治疗的话语模式。即使那些最终以法律话语处理的冲突，在诉

讼之后，法院还会对当事人进行道德性的训导，甚至建议当事人寻求社工的心理

治疗。 

在人际关系型冲突中，将诉求的法律话语转换为道德和治疗话语，并在这两

种话语框架中解释冲突，被十分频繁地运用在调解、听证、审前谈判的过程中。

例如婚姻和恋人间的冲突，当事人采用法律话语是为了提出免受暴力攻击的需要。

法院“一般是要求原告从人际关系的角度考量所发生的暴力事件，并想一想他们

自己能够做些什么以使这种情况得到缓和，有时也鼓励原告为有过错的一方（被

告）找到治疗方法”（梅丽，2007：159）。话语的转换方式因冲突类型的不同而

不同，其中“适合”与“不适合”之类的具体语言常成为话语转换的用语。在法

院，这种话语的转换是在法庭的权威之下、在代表法庭的调解员的促成之下发生

的（梅丽，2007：179）。 

4．（法院）支配与（民众）抵抗。对于邻里、婚姻、恋人、父母和孩子等人

际关系型冲突，原告通常被法院告知这些冲突不是法律的，而是道德的或治疗的。

原告发现冲突就这样被“正式地”非法律化了，被定义为不适合用法律手段解决。

“即使原告好不容易使他们的冲突进入了法律领域，他们也会发现他们很难继续

控制这个冲突，他们还得为确定该冲突下一步如何发展、如何定性做出进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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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梅丽，2007：183）。 

显然，对进入法律领域的冲突，法院往往比当事人具有更大的支配和掌控权。

法院利用国家的权威以自己的意图来对待冲突，一些原告开始抵抗法院无视并排

斥他们法律诉求的企图。一种抵抗方式是原告们带着新的指控或新的冲突又回到

法院，原告坚持该冲突的法律意义，坚持自己对冲突的理解，尽量始终以法律话

语来谈论该冲突（梅丽，2007：200）。另一种抵抗方式是放弃所有三种诉讼话语

而变得情绪化。法院采用的都是理性的、平静的、有序的谈话方式，要求参与者

进行理由充分的辩论并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因此，原告变得非常情绪化，可被

看作是一种抵抗，抵抗法院的文化统治以及法院试图控制话语权并支配所处理的

冲突（梅丽，2007：199）。总之，一部分原告不断地并固执地要求法院，拒绝放

弃。有时这些固执的原告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会得到他们所寻求的法律帮助（梅

丽，2007：193）。 

不过，用抵抗概念来描述原告的处境是有限定条件的。毕竟他们不是在与法

院做斗争而是在请求帮助。原告自愿地将冲突呈现给法院供其考察，从而表明了

接受其权威的意思。原告抵抗的意义在于试图通过法院来控制所面临冲突的解决

过程（梅丽，2007：200）。在支配与抵抗的过程中，有人放弃，有人决定再次尝

试。在有过经验之后，当事人对法院如何运作、怎样表述指控，怎样提出要求等

方面都掌握了更多的技巧。换句话说，他们学到了一些法律话语：什么样的指控

有效，证据由什么构成，什么样的辩论更有说服力（梅丽，2007：185）。因此，

法庭经验会不断塑造了这些人的法律行为和意识。 

 

 

三、相关的研究推进：语言分析还是话语分析？ 
 

在梅丽的这项研究中，虽然话语分析已经作为一个中心问题出现，但是康利

（Conley）和奥巴尔（O’Barr）却认为在这类民族志取向的研究中，梅丽关注法

律过程中的话语只是为了解释和了解法律系统的运作情况，缺乏对法律语言本身

的研究自觉（康利、奥巴尔，2007：2）。对此，康利和奥巴尔区分了话语分析中

的两个层次，即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分析与社会学意义上的话语分析：前者指那

种构成法庭证据、结束性辩论、律师－委托人面谈、当事人之间争论和调解过程

之类的谈话，如日常话语、法庭话语等，与“语言”之义重叠；后者则受福柯影

响，话语概念指发生于一个社会内部、围绕一个或一组问题进行的大范围讨论，

是一整套由权力关系构成的规则和实践的话语，如关于惩罚的话语、关于性的话

语。我们常常将更抽象的福柯意义上的话语称为宏观话语（macro-discourse），以

区别于语言学意义上的微观话语(micro-discourse)（康利、奥巴尔，2007：8-9）。

宏观话语不仅是谈论某事的方式，而且也是就该事进行思考和采取行动的方式。

在上述区分的基础上，康利和奥巴尔将研究的重点指向了在法庭和法院办公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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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日常法律话语，即微观话语。他们通过对律师－委托人的面谈、审理录音的

转写资料、法庭诉状和答辩状、当事人的陈述等材料的分析，试图去发现法律权

力是如何在日常的法律场域中运作的，这种权力的运作是经由什么样的语言机制。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法律字面上的公开歧视已经很少，法律权力的不平等性日渐

隐蔽，只有通过语言分析才能发现这种法律权力的微观层面，“语言是法律权力得

以实现、运用、复制以及间或受到挑战和被推翻的根本机制。概言之，语言就是

法律权力”（康利、奥巴尔，2007：18）。 

但是，康利和奥巴尔的研究似乎过分强调了语言的力量，尽管他们避免语言

决定论，但是他们又暗示只要能够澄清语言，处理好各种语言问题，就能够消除

不平等。他们专注于法律权力中的语言，以至忽视了将法律语言与导致不平等的

其他因素联系起来，如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与语言及其使用相

比较，可能是导致不平等、不公正等问题的更根本的原因。忽视或淡化影响法院

法律运作的其他因素，过分沉溺于微观话语分析，是这类“法律语言学”研究的

一个软肋。 

在有关中国的研究中，语言学意义上微观话语分析的代表作是《法庭问答及

其互动研究》（廖美珍，2003）。该书以 13 场公开的法庭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案

件的录音资料为基础，分析了法院庭审中各方互动主体间的问答结构，统计了法

官、当事人、律师启动的“问答相邻对”数目，认为问答互动的推理是法律推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判决也正是基于这些问答之上的。这项研究向我们展示了语言

在法律实践中的介入和深刻影响，但却忽视了影响法庭判决等行为的其他因素，

如法官的职业背景、当事人的社会地位对比等。事实上，法院庭审中的问答仅仅

是确认案件的基本事实，判决主要是在庭审后综合各方面因素做出的（朱涛，

2009）。 

可见，在语言学意义上的微观话语分析之外，社会学确有可能也应该在宏观

的话语分析上做出贡献。例如，应用梅丽的三种话语分类框架，刘思达和麦宜生

（Ethan Michelson）分别对《民主与法制》杂志和北京晚报的“法律顾问”栏目

进行了话语分析，发现在“法律顾问”回答民众来信的书面文本中，不仅运用了

法律话语，还运用了道德话语和治疗话语。在话语转换的过程中，民众对法律咨

询意见带来的帮助感到日益疏离（刘思达，2007），而国家则通过控制媒体的话语

为各种“不合法”的带政治意义的活动进行合法性辩护（Michelson，2008）。另

外，加拉格尔（Mary E. Gallagher）关于上海法律援助中原告法律意识的研究也是

社会学意义上的话语分析。她认为介入法律也许带给某人更好的权利意识，但也

带来对法律作为有能力的权利保护者这一角色的怀疑；法律意识在中国的发展，

不是从低到高，而是从幼稚到批判，从模糊的权利意识到具体的不满（Gallagher，

2006）。可见，法院的法律运作对当事人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纠纷解决与否，更会

影响到当事人思考和采取行动的方式，而当当事人以一种更成熟、更符合“法律

化”的方式再次来到法院时，也将对法院往常惯性的法律运作提出挑战。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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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互动的影响，正是当代中国基层法院法律运作的生动一面。 

 

 

四、对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启示与实践关照 
 

从话语的诉讼，到诉讼的话语，梅丽的本项研究为法律社会学研究带来了新

的启示。首先，就冲突或纠纷研究，梅丽敏锐的洞察到“过程”研究的缺憾，引

入“意义解释”的研究视角。而反观当前的纠纷事件史，乃至一般意义上的事件

史、社会史的研究，很多依然局限于“过程”之中。其次，从意义解释视角，梅

丽对冲突从法律社会学角度做出了问题解释和案件解释的分类，突出了解释对于

冲突解决的关键导向意义，从而引起我们对冲突的文化意义的思考。第三，在话

语分析上，梅丽重点分析了法律、道德、治疗三种诉讼话语，并向读者生动展现

了相互竞争的话语斗争场景。能将抽象的、隐蔽的、无所不在的话语权力，通过

冲突事件展现出来，这本身就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不过，话语分析虽然为过程研究补充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但其缺点是很容易

滑向意识形态分析。因此在研究中，应尽可能考虑一种混和型，即结合规范分析、

实践分析、话语分析各自的优点。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转向意味着出现了新的研

究范式，并不是完全取代、抛弃先前的研究范式。目前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的

法律社会学研究中，规范分析、实践分析、话语分析都在被应用着。而在中国学

界的研究中，目前大体仍处在从规范分析向实践分析的过渡时期，即大部分的法

学专家重视法律规范的分析，但也有一部分法学专家与社会科学专家开始应用多

学科的研究方法，重视法律作为过程的研究。 

应用意义解释的视角，结合话语分析的工具，我们又如何来关照当代中国的

法律社会学实践研究呢？例如，在中国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中，政治话语会是一种

不可忽略的冲突解决话语。①“政法”两字在中国的法律实践中往往不可分离。又

例如，中国的法官们在面对告上法院的冲突时，也面临着问题解释还是案件解释

的纠葛。冲突常常有多重的意义，法院也许有能力厘清法律领域内的“案件”，却

往往没有能力摆平“问题”乃至“问题”背后复杂的关系。这也许就是现实中“涉

法涉诉”信访②频频出现，老百姓“信访不信法”的一大原因。客观来讲，作为案

件，法院确实能尽力给个法律的说法；但作为问题，法院能为当事人解决吗？光

靠法院有能力解决这些社会的问题吗？“案结事了”是中国法律实践的理想，面

对大量的“涉法涉诉”信访，不能仅仅从法律、法院组织、法院的执行力去找“案

件”的原因，也要从整个社会体系的角度去看待这类“问题”。概言之，中国的

法律实践需要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情境，冲突才有可能在“案结”的基础上，

 
① 受梅丽影响，麦宜生在对中国的研究中提出第四种话语——单位制的家长式话语，或社会主义（国家）的家

长式话语（Michelson，2008）。对于话语类型的总结是开放的。 
② 如全国各地频繁出现的征地补偿案件信访、拆迁补偿案件信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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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逼近并逐渐达到“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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